
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

学和南开大学合组而成的 4 所联合大学中唯一一
所联合办理成功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大学①。 在联办

的 8年中，西南联大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沟沟坎

坎，碰到过激流险滩，但最终都作出了继续联合办

学的选择，三校联手成功打造出了西南联大这一抗

战时期影响最大办学效益最高的大学品牌。

一、联大“临时”体制暗藏拆分玄机

“卢沟桥事变”后的当月 29日，北平沦陷。 8月

19 日， 教育部颁发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文

件———《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》的密令，要求战区各

教育当局应择定若干原有学校，迅速加以扩充，或

布置简单临时校舍，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；

须“力持镇定，维持课务”[1]。 战事迫近或发生之地，

学校应“量予迁移”，对已经沦陷的北平高校，还没

有迁至后方的打算。 应当是 8月下旬，教育部决定

为使“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，各校学生不

至失学，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

需要起见”，计划暂先在长沙、西安等地设置 3所临
时大学[2]。 校名中的“临时”二字，是基于战事不会

太长久的判断，以为很快就会迁返原地继续办学。

为落实教育部迁校计划，北大等 3校相关人士
聚集南京“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。 大家有意把北平

的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

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”。 胡适从南京打电话给

北大校长蒋梦麟，希望他“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

计划的办法”[3]（P209—210）。胡适是这个计划的积极

支持者。 三位校长到教育部商定合组长沙临时大

学方案后的 8 月 28 日，教育部分函三校：“指定张

委员伯苓、梅委员贻琦、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

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。 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

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。 ”[4]9月 10日，教育部正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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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以张伯苓、蒋梦麟、梅贻琦、杨振声、胡适、何廉、

周炳林、傅斯年、朱经农、皮宗石、顾毓琇为委员的

筹委会②。

筹委会确定了长沙临时大学的管理体制———

实行集体领导的常委会制，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

轮流担任，每年轮换一次。 张伯苓、蒋梦麟、梅贻琦

被指定为常委，杨振声为秘书主任。 首任主席梅贻

琦。张伯苓对蒋梦麟说，“我的表你戴（代）着”，又对

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梅先生多负责[5]（P36）。 因为

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，长驻重庆；蒋梦麟应

邀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负责人，“亦不愿经常处

理校务”[6]（P145），联大校务实际由资历较“浅”的梅

贻琦主持。 9月 13日，长沙临时大学举行第一次筹

委会，确定的体制为：由常委 3人、秘书主任 1 人组
成常务委员会，“商决一切行政方针”，由“常委蒋梦

麟负责总务，梅贻琦负责教务，张伯苓负责建筑和

设备”[5]（P20）。 这种临时体制，虽然迁校到昆明后改

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不再称“临时大学”，但体制

并没有改变，仍然采长沙的临时体制，三位校长平

起平坐，不分正副，各有“山头”，各有“嫡系”。 如果

谁想拆分，西南联合大学便作鸟兽散。

联大设有文学院、理学院、法商学院、工学院和

师范学院 5个学院，除师范学院系根据教育部综合

大学需设立，且设立较晚面目全新外，其余都有三

校的根底。 有的院是三校原有学系的组合或捆绑，

有的院甚至是原班人马搬迁到昆明。 文学院系“根

据性质相近的系合并的原则， 文科设中国文学、外

国语文学、历史社会学、哲学教育心理学等四系”[5]

（P104）。各学系各有其主，此疆彼界十分清楚。法商

学院设有政治学系、经济学系·商学系、法律学系和

社会学系 4系。政治学系捆绑了三校最强的教授阵

容，在全国“位居当时其他大学的同类学系之首”。

法律学系仅北京大学所独有，整体进入联大；社会

学系清华独此一家，也是整体进入；“经济学系·商

学系”在联大是一个系，两学科性质相近，“按照长

沙临时大学建系的原则，两系原应合并，但照顾到

南开大学的商学院和商学系的传统特点，南开商学

院与北大、清华的法学院合并成为‘法商学院’，商

学系仍单独建系”[5]（P284）。 用“经济学系·商学系”

为一个学系之名，虽然有些怪，但不失为一个折衷

办法。 联大工学院“可以说主要是清华工学院在抗

战时期的继承与发展”[5]（P22）， 因为抗战前北大工

学院缺如，南开仅有电机工程和化学工程两系，但

设在理学院。 因此，联大工学院实际是战时西迁的

清华工学院。 联大各学院的合组办法，虽然可以发

挥优势互补作用，但也因其整体捆绑的组合方式，

隐藏着拆分独立的危险。

西南联大的教师，既属联大，也分属三校。 1939
年考入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就读的汪曾祺说：“西南

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，有北大的，应该也有

南开的。 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， 我记不起来

了，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，我实在

看不出来。 ”[7]（P268）同学们看不出教师的校别，但教

师们则是非常看重自己学校身份的。 联大的教师

一部分是原来三校的人， 他们接受原校和联大的

聘书和委任，聘书上先盖三校的章，然后加盖联大

的章，教师们都十分看重“第一聘书”。 因为将来北

归时或者回北平，或者回天津。 还有一部分教师是

因教学之需新聘的，他们“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

为这个人很好，那就给他另加一份聘书，表示将来

三校分家的时候，可以继续聘请他一起回北京或天

津”[8]（P332）。 也有一部分只持有联大聘书和委任书

的，他们北归时往往没有着落。正因为如此，三校教

职员以至学生间并不是没有摩擦，南开和清华因为

行政及教学方面的领导人多是两校共同栽培出来

的，能够密切合作。 而北大由于资格最老，但在联

大实力不敌清华，很容易产生矛盾。 这种教师聘任

体制，淡化了联大意识，只认小家，忽略了大家，无

疑是导致联大拆分独立的重要因素。

很显然，西南联大所延续长沙临大的临时体制，

随时都可能引发出拆分解体的危机。

二、在联合与拆分中的选择

合组为西南联大的北大等三校，是北方三所实

力雄厚，文化底蕴厚实，办学特色鲜明，人才培养成

就突出，办学条件差别较大的著名高等学府，“尤其

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，而且

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，各人有各人的意见”[3]

（P211），将他们揑到一起，谈何容易！ 在 8—9 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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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过程中，便出现了数次拆分独立的险情，得亏

作出了联合到抗战胜利的正确选择，才有西南联大

这一中外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。

西南联大的前身是长沙临时大学。 长沙临大

立足未稳，便出现了解体险情。

长沙临大创办伊始，万事开头难，三校的校长

十分重要，可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却不能先期赶赴长

沙筹划临大创办事宜，胡适遂以其名望致函张伯苓

和梅贻琦，解释蒋校长“因体气未复原，又因老父

年近八十，不愿他在此时远离，故他一时不能来湘

与两公共同努力，他甚以为憾事”。 蒋梦麟虽不能

如期来湘，但他向胡适谈了临大校领导的构想：“虽

职务各有分配，而运用应有中心。 伯苓先生老成持

重，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，应请主持一切。 ”胡适

对蒋梦麟的意见，深表赞同，他向两校长明确表明

他的意见：“我把此意转达两公，伏乞两公以大事为

重，体恤孟邻兄此意，不要客气，决定推伯苓为对内

对外负责的领袖， 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之

时，则由月涵兄代表。如此则责任有归，组织较易推

行。 千万请两公考虑。 ”[9]（P2）但是，张、梅两校长却

迟迟不来湘视事，不得不叫人产生种种遐想。 本来

因病和家事缠身的蒋梦麟，却最早来到长沙。 北大

教授叶公超问张、梅两校长何时到任，蒋梦麟回答

是“并不乐观”，并说“假使他们两位不来，我们也要

把大学办起来”。 叶公超回忆说：“那时候的情况非

常微妙。 北大一向是穷惯了，甚么事不一定要有甚

么规模，只要有教员，有学生，有教室就可以上课。

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，享受惯了‘水木清华’的幽

静与安定。 南开是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，就得不

到别的露润似的。 南开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

学而要他们来参加， 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

来。 ”[10]（P181）因此，两校对合组临时大学热情并不

太高，同床异梦，行动上磨磨蹭蹭。 大家总是打电

话给教育部问张伯苓来湘时间， 向教育部去电催

驾，“教育部回电很快，总是只说我们的电报已经转

给张校长了”。 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切的消息。 有

人向蒋梦麟校长说，假使两位校长不来，我们就拆

伙好了。 蒋梦麟回答说：“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，政

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，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

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。 我们既然来了，不管有什么

困难，一定要办起来，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，

我们就不办了。 这样一点决心没有，还谈甚么长期

抗战！ ”[10]（P182）捆绑式合组的临时大学体制，随时

都有拆分的危险。 蒋梦麟的坚守，避免了临大“胎

死腹中”的悲剧。

1938年 5月，长沙临时大学迁至云南昆明。 这

里“气候花木均佳，堪作校址”[11]（P73）。 联大文学院

在此地度过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学期，期间发生了

北大教师要求独立的事件。

据北大教师钱穆回忆，校长蒋梦麟某日从昆明

来蒙自，当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，有学生邀请钱穆

出席，他婉言谢绝。又觉得独坐室中“枯坐亦无聊”，

遂来到会场，见“诸教授连续登台竞言种种不公平”，

指摘校方“所派各学院院长、各学系主任皆有偏。

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，何不轮及北大，

如汤锡予③岂不堪当一上选”。 大致意思都是如此，

竟“师生群议分校，争主独立”。 钱穆听后要求发

言，他说：“此乃何时，他日胜利还归，岂不各校仍自

独立。 今乃在蒙自争独立，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

从何发言。 ”听了钱穆之言，蒋校长即“起立羼言”，

一锤定音：“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，可弗再在

此题上起争议，当另商他事。 ”[12]（P216）一场拆分独

立风波方告结束。何炳棣不无感慨地说：足见“北大

文法科教师们门户之见竟如此之深”[6]（P146），差点

断送了西南联大的前程。 幸好有钱穆的远见卓识，

有蒋梦麟校长的当机立断，才避免了联大拆分解体

的危险。

西南联大的人事管理体制也潜藏着拆分解体

危机，直到 1940年 2月北大秘书长、历史系教授郑

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———他“是保证三校合作到底

的主要人事因素 ”，“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 ” [6]

（P162）。 ———北大有一教授进入联大“三长”，北大

教授闹独立的活动才消停下来。之所以出现这一特

异现象，是因为郑天挺代表着北大在联大的地位，

权力实现了“平衡”。 总务长郑天挺上任，北大教师

对于联大种种不公，才得以平息。 联大有了他们的

代言人，不再会吃亏，心理上感到踏实多了。

但是，不久又起波澜。 1940年 8月 31日，梅贻

琦发来“已辞常委会主席”的信函④。 郑天挺在日记

中写道：“此事甚怪。 前日之会，孟邻师极劝慰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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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涵亦无坚决之表示，今日忽言已辞，岂又有人拨

弄其间耶？”他觉得此事甚为严重，有可能导致西南

联大各奔东西。 当晚想找梅贻琦和蒋梦麟细谈，都

未曾谋面。 罗常培告诉他， 梅贻琦对他有两点不

满，“一晨起迟，二无魄力”。 郑天挺晚间读书备课

做研究太晚，第二天多 10 点左右上班，他表示“当

切实深省”。 而后者他表示“不必深辨，所谓得失寸

心知也”。 别的不说，单说北平沦陷后，他一人绾校

长、教务长、文理法三学院院长、注册主任、会计主

任、仪器委员会长之印，“解雇全校教员、兼任教员

及工友，不知所谓有魄力者，亦能如此否也？今日他

校职员之纷纷而来，多所请求，而北大独无之者，岂

非当时个人蹈万险换得者哉”！ [13]（P307）意即不仅有

魄力，还有能力。 1940年 9月 3日，郑天挺与梅贻

琦当面交流：“在三校合作局面下，一人去留，关系

甚大，请不再言辞。 ”言下之意，西南联大可能因梅

贻琦的辞职而解体。梅贻琦解释颇为勉强：“近日倦

甚，提不起精神。 ”不过，“或小憩数日即恢复矣”[13]

（P308）。 听了梅贻琦的解释后，郑天挺感觉到“其意

不甚坚决，可望不言辞”。

尽管如此，郑天挺等还是准备了两套挽救西南

联大的预案。 第一套是梅贻琦辞职后，必定由蒋梦

麟任常委会主席，联大的行政领导班子必须改组，

如仍以郑天挺为总务长，以樊际昌为教务长，以杨

振声为秘书主任，则“等于以北大治三校，此事万万

不可者”。 并打算“建议于师，非清华、南开各任一

长，切无[勿]就职”。 第二套是运用激将法。 他拟好

致梅贻琦函，函中有“前辱盛谊，忝主总务，本以暑假

为期，日前并以请辞之意面陈，尚祈先赐批准”之

语。 汤用彤“不以为然”，改为“先生若去，天挺亦当

同退”。 而罗常培、陈雪屏“又不谓然”，再改为“先

生若去，则天挺当立即离去也”[13]（P307）。 如果梅贻

琦和郑天挺辞职，三校就会各奔东西。 郑天挺出此

一招，是以梅贻琦的担当、责任感和对西南联大的

深厚感情， 是决不会眼睁睁地看到联大拆分独立

的！ 他曾这样表明心态：“在这风雨飘摇之秋，清华

正好像一个船，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，有人正赶上

负驾驶它的责任，此人必不应退却，必不应畏缩，只

有鼓起勇气，坚忍前进，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

之感，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，那时候我们

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，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

同人校友说一句‘幸告无罪’。 ”[14]（P129）这里说的清

华，是抗战中的清华，实际上就是西南联大。 因此，

这正是他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主席心态的表

露呢！ 又一次从拆分独立的边缘挽回了联大。

三、选择继续联合办学的要因

西南联大排除了种种拆分独立诱因，坚持与全

面抗战共始终，谱写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光辉灿烂的

诗篇，培养了 8000多名大学生和研究生，许多成为

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流科学家，其中 100多人是中
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院士），为抗战建国做出了卓越

贡献。 联大能够选择联合而不是独立，主要原因有

如下诸点。

第一，抗战建国大势所趋。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

月以来，日本侵略军践踏蹂躏我国大好河山，所到

之地，文化教育遭受到灭顶之灾。 遭日军破坏的大

学、专门学校有 23 处，中小学不可胜数；南京大学

初即为圈定的轰炸目标，陆续被轰炸 4 次；南开大

学“则轰炸不足，继以焚烧，全成焦土”[15]（P191）。 企

图使中国文化陷入万劫不复境地。中央研究院长蔡

元培及南开、北大、清华诸大学校长等 102 人联合
发表声明予以谴责。 为了保护中国文化血脉，教育

部制订了组建临时大学计划，并组织战区和沦陷区

高等学校西迁到安全地区继续办学。北大等三校从

沦陷区西迁到安全之地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，这是

抗战建国的重大举措，如果因为个人的、所属学校

的蝇头小利，锱珠计较利害得失，使三校分道扬镳，

文化转承出现断层，教师失业，学生流浪街头，难道

不是跟日本侵略者帮忙吗？ 梅贻琦曾沉痛地指出，

“倘若西南联大其他联大，因为意见不合，联不到

底，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

件耻辱！ ”“……倘若在那国难临头的时候，连智识

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”，谈

什么抗战建国！ [16]个人之间的恩怨，学校之间的陈

见，待到抗战胜利北归之时，一并了结。 因此，几次

拆分危机都平安度过，大家不计前嫌，深明大义，屏

弃得失，忍辱负重，以大局为重，使联大一直联到抗

战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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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三校长信任谦让真诚合作的品格。 西南

联大能够联合到抗战胜利，三位校长是关键因素之

一。 虽然西南联大开办之初，三校间不免也产生了

一些矛盾，勾心斗角之情事并非没有，张伯苓、梅贻

琦也各有心事，但三校长之间彼此信任是勿庸置疑

的。 张伯苓对梅蒋两校长十分信任，授权他们代劳

管理联大。 蒋梦麟作为常委，并不要求担任常委会

主席，放手让梅贻琦主持工作，并不作任何干涉。尽

管对于设立长沙临时大学，蒋梦麟是“勉强同意了

这个计划”[3]（P210）；尽管他也曾抱怨胡适不应提出

成立联大的建议，说“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⑤，

一人一棍子打死”[17]（P550）；尽管傅斯年责怪他“不

管联大事”，但是，蒋梦麟一旦认准了创立联大，就

排除一切干扰，要使联大撑持到抗战胜利。 他与胡

适写信坦陈心路历程：“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，我

说，不管者所以管也。 ”[17]（P550）他的“不管”，是对梅

贻琦的最大支持。 而梅贻琦虽然打算辞职，但因对

联大深厚的感情，使他感到身上责任重大，觉得不

应畏缩，就迎难而上。 梅贻琦对于西南联大可谓殚

谋戮力，披肝沥胆，蒋梦麟在重庆的一个宴会上，给

予了高度评价：“清华的梅校长（贻琦）的苦干精神，

真是叫我佩服的，我愿意送他一个‘骆驼’的徽号，

来形容他的任重耐劳的伟大。 ”他说“骆驼”二字代

表着“一种朴质无华的气质或精神”[18]。 “骆驼”是授

与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最高勋章。

在三校关系的处理上，三位校长彼此信任，互

相谦让，为合作奠下了扎实基础。 特别是梅贻琦校

长，更是具有宽广的胸怀。 最初选址在长沙，是他

想将清华在长沙修建的即将竣工的校舍无偿地供

给临大使用。 到昆明后，鉴于设备、经费和师生人

数清华均最多，明显占据优势。 梅校长绞尽脑汁，

费尽心思，“一方面要使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划

不来，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清华占

了上风”“这事作来不易，假装不成”。 傅任敢深刻

地指出：“这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‘大’。 这时

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止有联大，没有清华了。 他

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，所以整个联大也都一样看待

他，因此就能一直联到底了。”他说：“这事的成功是

他真真实实具有一副大的品格。 ”[18]西南联大能够

一联到底，得益于有梅贻琦这样的校长群体。

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是一位以德服人的谦谦君

子，他以人格树立了崇高的威望。 梅贻琦之子梅祖

彥回忆说，战时昆明，物价飞涨，联大教职工生活十

分紧张。 对联大工学院开展社会服务的一些收入

和政府的一些补贴，“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候就是最

强调大家平分。 给学校的领导层是有专门限额的。

不过他说，一定要大家平分。 甚至在有些情况里，

他说凡是担任公职的，不分。 ”[19]（P272）为了贴补家

用，梅夫人和其他教授夫人一样做糕点———名之曰

“定胜糕”和做针织品提篮出售，女儿未考上清华也

不开后门，儿子照样参军参战。 张伯苓的儿子当飞

行员参战葬身蓝天，他说儿子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！

联大常委会主席和常委都与全体教职员共赴国难，

甚至更加艰难， 大家哪有不同心协力共济维艰之

理！

第三，教育部维护三校联合的措施。 “卢沟桥

事变”爆发后不久，教育部设立长沙临时大学和西

安临时大学（旋即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

大学）。 1937 年 9月，教育部派员到沪，“指示上海

私立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内迁。后经多方协商与实地

考察，大夏与复旦两校组成联合大学内迁江西庐山

与贵州贵阳”[20]（P3）。 还有一所是 1942年 1月教育
部电令筹设“收容自上海内撤各专科以上学校之员

生”[21]（P38）的东南联合大学。 但是，除西南联大一

枝独秀外，其他三所纷纷解体，各自为政，独立办

学。 正因为如此，教育部竭力维护西南联大，尽力

使联大撑持到抗战胜利。 对经费拨放等事，教育部

都不以三校为户名拨出，以免造成矛盾，引起纷争。

但款子拨到联大，共见多，分见少，北大感到特别吃

亏。 1941年 3月 26日，联大召开校务会议。 会上蒋

梦麟提出“三校分头推进，不宜绑在一块”的预算主

张。 梅贻琦也很赞同，说“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

勉强拉在一起，分开之后可表政府多予北大、南开

以研究补助，清华可自行筹措，如此则分办合作更

易进展矣”[22]（P21）。 27日，顾毓琇来电告知“教育部

八十万美金设备费分得三万八千元”[13]（P400）。 闻

者大哗，认为以联大作为整体拨款不划算。 5月 19
日，梅贻琦到重庆与部长陈立夫谈及“大约北大同

仁意见欲有独立预算，然后由各校预算拨提一部作

联大经费，而以其余作各校自办事业费”。 陈立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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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如此办法未妥，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，结果甚

好，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，圆满结束，然后各校回

北边去。 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，未必肯令分

开（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，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

果）。 而物质上（指预算）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

分散，久之必将分裂，反为可惜。 ”[22]（P38-39）坚持捆

绑式以西南联大名义拨款。 三校分拨意味着教育

部认可三校独立，而坚持以西南联大为拨款单位，

是将三校精神和物质聚于一体的重要措施。

第四，西北等联合大学拆分解体的教训。 教育

部先后成立了包括西南联合大学在内的 4 所联合
大学，除西南联大为“仅有之佳果”外，其他几所都

短命而亡，成为抗战中高等学府联合办学的一桩憾

事。 论及几所联合大学拆分独立的原因，主观原因

有之，客观原因亦有之。 大夏复旦联合大学搬迁出

来后，一校在江西庐山，一校在贵州贵阳，两校区千

里迢迢，战争时期联系多有不便，拆分势所必然。东

南联合大学更是离奇，1941年 1月 15日电令成立
筹备委员会，9 月 19 日令“继续筹备，大学暂缓成

立”。 12月 29日，行政院会议议决“东南联合大学

归并英士大学，而将英士大学改为国立”[21]（P41-42）。

东南联合大学竟未见天日便“无疾而终”。与西南联

大同时成立的西北联大，由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

学、 北洋大学联合而成，1937年 9月 10 日在西安
开课。 11月 9日太原沦陷后，日军沿同蒲路南下，

西安告急并遭到敌机轰炸，教务长杨其昌和几名学

生被炸死。 1938年 3月，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

中及周边地区，4 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。

1938年 7月，西北联大工学院等纷纷独立或易名。

1939年 7月，教育部宣布撤销西北联大，成立西北

大学等 5所国立院校。 西北联大遂成为抗战史上

教育史上昙花一现的一所联合大学，包括西安临时

大学在内，前后不到两年时间。

西北联大撤销的原因，委员兼师范学院院长李

蒸认为教育部派特务张北海，“是要把整个西北联

大置于特务控制之下”，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和

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愤而辞职，惹得“陈立夫羞

恼成怒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于是趁我们提出辞职的机

会，毅然对西北联大进行改组”[23]（P79）。北平大学校

长徐诵明对西北联大撤销之因，与李蒸基本相同，

引证的事实更为翔实。 主要是教育部对人事安排

不满，“拒不解聘教员，后又辞职消极抵抗，这是西

北联大被解散的近因”[24]（P146）。而美国学者易社强

则认为，西北联大解体是“沦为私人和机构斗争的

牺牲品”[25]（P129）。 所言之“私人”，当是西北联大内

三校的勾心斗角。 事实上，除了处理学潮不力外，

西北联大缺少梅贻琦能够操持一切， 把控全局之

“大”。 西北联大高层意见稍稍不合，便各奔东西，

没有梅贻琦等校长一联到底的决心和回天之力。

还缺少“有魄力，有担当”诸如蒋梦麟那样的常委[26]

（P271）和像钱穆那样识大体、顾全大局的北大等教

授群体。 西北联大拆分解体较早，成为西南联大一

联到底的反面教材。 西北联大撤销的教训，成为西

南联大的前车之鉴，提醒西南联大在处理各种关系

上如履薄冰，唯恐重蹈覆辙，从而使西南联大成为

全面抗战时期联合办学“仅有之佳果”[22]（P38）。

注：
① 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西南联合大学、西

北联合大学、复旦和大夏合组的联合大学及东南联合

大学，其他三所存续时间不长，唯西南联合大学一直

到抗战胜利。

② 教育部代表杨振声、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、南开大学

教授何廉、教育部次长周炳琳、北大教授傅斯年、清华

教授顾毓琇，均未参加实际筹备工作。

③ 汤锡予，即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汤用彤。

④ 关于梅贻琦辞常委会主席职一事，《国立西南联合大

学史料》《北京大学史料》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《清华校

友通讯丛书》，岳南《北渡与南归》《大学与大师：清华大

学校长梅贻琦传》等均未提及。 查梅贻琦日记，仅从

1941 年开始记事，此前的日记无从查到。 而梅贻琦书

信也未见出版，无从核实。

⑤ 指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、教育部长的王

世杰和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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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Choice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:
United or Separated

XIONG Xian-jun
(College of Education,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, Hangzhou, Zhejiang, 311121)

Abstract: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was a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resulting
from the temporary forced merger of Peking University,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-
Japanese War. Whe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first merged to form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, they started runn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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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t, there were actually possible risks of separation and independence due to the forced merger of the schools. Fr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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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stayed united throughout the war despite all these twists and turns. The reas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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